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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的性别文化解读
王 卉1，周 序2
( 1．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人文科学系，厦门 361021; 2．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 361005)
摘 要:“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在大学生群体当中普遍存在，但“东南飞”并不一定是大学
生主动选择的结果。来自西部的很多女大学生，读书的目的不是“回报家乡”，而是“逃离故
土”。在传统父权和夫权色彩浓厚的西部农村地区，“回家”并不是一个温馨的词，而是意味
着“为家庭效力”与“和当地人结婚”。女性在农村家庭中“低人一等”的地位和女大学生日
渐独立的个性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回避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东南飞”。对这部分女大
学生来说，“东南飞”表达了她们对传统文化习俗的反抗，是她们“被迫”“不得不”做出的一
个选择。被动的“东南飞”背后折射出来的男权社会、轻视女性的文化观念值得我们重视:
即便是新时代的女大学生，似乎也未能彻底从这样一种文化窠臼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 孔雀东南飞; 女大学生; 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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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孔雀东南飞”原是乐府诗名，后被用来形容大学生毕业之后普遍前往我国东部、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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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即便是原籍西部的大学生也少有返回支持家乡建设的现象。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化和东部、南部地区人才日趋饱和，出现了部分人才“逃离北上广”“反往西
北走”的情况。例如 2007 年武汉高校本科毕业生中，有高达 60%的人选择了在本地就业而不是
“东南飞”，这一比例比往年提高了三分之一［1］; 2004 年，东部沿海地区是京沪穗之外毕业生求职
的最佳次选地区，而到了 2007 年，中部大中城市在次选地区中的排名就已经明显靠前［2］。但即
便如此，“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在大学生群体当中依然普遍存在。根据教育部直属的 32 所“985
工程”高校发布的 2014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4 届本科毕业生在就业地域上依然主要
偏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3］。因此总体而言，当前大学生就业流动呈
现“东南飞”与“回流”并存的局面，并且这种局面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传统的观点认为，“东南飞”是大学毕业生主动选择的结果。智效民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大学
毕业生之所以偏好“东南飞”，是因为东部、南部地区在资源、政策和收入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吸引
力［4］。大学毕业生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会主动前往这些地区就业。但这类看法忽略了“被迫东南
飞”的群体的存在———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并不是主动选择去追求更多的资源、更好的环境，而是
因为“有家不愿回”，从而“不得不”“东南飞”。热播电视剧《欢乐颂》当中的女主角之一樊胜美就是
这一人群的代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导致她的原生家庭对她有过多的要求，甚至带给她无尽的
压榨，这种压榨让她苦不堪言，试想她怎么还愿意回到家乡，到那个会给她带来太多剥削的地方去
工作? 因此，“东南飞”成为她逃离家乡、回避压榨的一种选择。影视作品的内容虽属虚构，但毕竟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生活中虽然没有这么一个“樊胜美”，却有着无数存在类似经
历的“樊胜美”们。她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女性居多，“女子不如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等传统观念导致其原生家庭希望尽可能多地从她们身上“捞取”好处，这导致她们在大学毕业之后
宁可“东南飞”，也不愿回家。对于这部分大学生群体而言，“东南飞”是如何成为一种群体性的选
择的，究竟意味着什么，造成了什么影响，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二、现有个体主义研究视角及其缺陷
周骏宇、袁瑜等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存在地域偏好［5－6］。这种偏好之所以
存在，在李晔和龙立荣看来，是收入、成本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
割［7］，这造成东部、南部地区在吸引毕业生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优势。龙立荣和黄小华论证了大
学生择业过程中嵌套职业岗位的组织和地区环境的社会生态对个人的价值回报，提出并论证了
大学生择业的社会生态模型，该模型强调在整个择业匹配过程中，个人职业自我与组织环境和地
区环境匹配度的预测力大于与职业本身匹配的预测力［8］。程芳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改进，认为该
模型过多地考虑了收入因素而忽略了支出因素，主张从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的动态净回报的角
度来考虑其对择业的影响［9］。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从个体主义视角出发，将择业的大学生个体视作独立于家庭之外、能够
“自己做主”的个体，因而“东南飞”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和比较之后做出的利益最大化判断。这
一研究结论虽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就业并不是一个仅仅关涉大学生个体的事件。戚务念认
为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主体除了大学生、高校或用人单位，也包括了国家［10］。国家不仅是一个政
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观念( 包括阶层、种族、性别、传统等)
对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必然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而作为国家的基本组成元素，家庭在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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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选择中自然也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部分研究对家庭、性别等因素对大学生择业的影响进行了关注。黄振霞和周岚峰的研究显
示，家庭关系氛围与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1］。马金河和刘建华讨论了传统文化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歧视现象［12］，李丽和张旭进一步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男主外、女主
内”“男强女弱”等社会建构的性别文化因素会对女大学生的就业造成影响［13］。然而他们的研究依
然采取了个体主义的研究视角，即因为受到家庭、性别或者传统文化的影响，个体在就业选择的时
候会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但“东南飞”依然是他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只不过由于受歧视的程
度不同，有的大学毕业生成功地“飞”到了东南沿海，而有的则只能“眼望东南”而不得。
上述研究均默认了一个前提，即大学毕业生是“就业选择”的主体，掌握着选择的主动权，却
忽视了对前文所说的“樊胜美们”来说，选择的主动权往往并不在自己手里。与其说她们的“东
南飞”是在主动地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平台、更多的资源，不如说她们是在被迫“逃离”家乡，远离
那个给自己带来过多剥削和压榨的地方。对“樊胜美们”来说，“家”并不是一个温馨的港湾，而
是一个需要逃离的“是非之地”。由于这部分大学生群体绝大部分由女性构成，因此研究“她们”
何以会“被迫东南飞”，就需要女性主义视角的介入。
三、她们为什么不愿回家
我们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对 X 大学、B 大学、S 大学等 3 所“211 高校”的 40 多名
在读女大学生( 外地生源) 的就业地域意向，以及上述 3 所高校 18 名女性毕业生( 外地生源) 选
择就业地域的心路历程进行了访谈研究。在这数十名女大学生中，除了“回家工作”“跟着男朋
友走”“出国或考研”“为了自身发展而东南飞”等外，“被迫东南飞”的情况也被其中一部分人提
及，只不过程度轻重有所区别而已。这类人群所占比例虽然不高，但她们“东南飞”的原因却具
有独特性，值得我们重视。在这批女大学生看来，她们“被迫东南飞”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因素:
( 一) 出于对“报效家庭”的无奈
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农村家庭认为女孩是“为别人家抚
养的”，因此女儿养得越好，自己“吃亏”越大。为了把“吃进去的亏”弥补回来，一部分家庭会要
求女孩在出嫁之前尽可能多地为家庭做出贡献。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当中，女性的
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家务劳动方面。农村女孩辍学率远高于男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让她们
有更多的时间来承担家务劳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农村女性有了更多“走出
去”的机会，表现为到大城市打工或者上大学。但即便如此，家庭剥削也未停止，而是换了一种
方式，即要求她们将打工或者勤工助学的收入寄回家庭。某些农村家庭对女性的经济索取甚至
高于男性。同样是 20 岁左右的年龄，农村出去的男性往往被这部分家庭认为正处于“需要花钱
的时候，家庭应该予以支持”; 而女性则会被认为“到了回报家庭的时候了，应该多为家庭考虑”。
所以对女性来讲，“家庭剥削是普遍的、独特的和主要的压迫”［14］。甚至可以说，家庭责任是女性
的首要的义务，女性忍受的家庭剥削往往也是在所有剥削中占据“第一位”的［15］。这种压迫和剥
削，在我们的访谈中也有所体现。
一位已经从 X 大学毕业一年，现在福州工作的一名女生“吐槽”说，工作之后自己的经济压
力反而更大了:
我现在每个月到手是五六千的样子，要给家里寄回去两千，这是雷打不动的，还剩三千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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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租又一直在涨，基本上剩不下来。本来我以为工作了能够比读书的时候过得好一点，但是现
在我发现读书的时候我的零花钱反而要多一些，因为读书的时候家里不会问我要钱啊，而且也不
用付房租。所以我现在都想回去考研究生了( 笑) ，但是我妈肯定不干，她觉得工作了能挣钱多
好……我都已经好久没有买过衣服了。( ZXN，2018－04－12)
另一位在厦门工作的女生也认为，只有留在厦门，不回原籍，才可能看住自己的“钱袋子”:
我就留在厦门挺好的啊，干嘛要回去。就算在厦门，我妈还两次想让我把工资卡交给她来保
管呢，说是怕我乱花钱，其实真正要乱花钱的是她。也不能说是乱花，怎么说呢，我爸妈花钱都是
比较大手大脚的，卡交给她的话估计就存不下来钱了。我弟现在谈恋爱也要花钱。所以我肯定
不会给她，更不会回去，回去了就会被吃得死死的了。( CCY，2018－05－18)
要求已经工作的女儿赡养家庭虽然是人之常情，但也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即是否以赡养的名
义将过重的负担施加在女儿身上，或者借养老之名将赡养费用于养育或者帮扶另外的子女( 尤
其是哥哥或弟弟) 。受“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的羁绊，越来越多的女性毕业生意识到，看紧
自己钱包的最好办法就是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才能尽可能让更高比例的工资实现自己做主。
一些还在读书期间，尚未开始独立挣钱的女大学生，也感受到了这种“报效家庭”的压力。S
大学一位大三的女生说:
我爸妈不是我亲爸妈，我爸是我叔叔，我是小时候两家交换孩子换过去的。后来我爸( 叔
叔) 又生了我弟弟，我就要帮着带弟弟，要不是我当初成绩好，我就跟我们那里很多女孩一起初
中毕业就打工去了。现在我在读大学，但我爸妈也从来没有给我生活费。倒是我每年寒假回去
的时候要给他们带点钱和东西，否则就会说我不孝顺。( LN，2018－06－24)
有的家庭即便对女大学生没有实质上的经济诉求，而只是唠叨、抱怨，也同样会让一部分女
大学生感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B 大学一位研一的女生对她的父亲颇为不满:
我妈对我考研还算支持，但是我爸一直不乐意，因为他觉得女孩子读书太多是在浪费钱，还
不如早点上班挣钱。现在我都不愿意接他电话，因为他好几次打电话的时候就在电话里面跟我
抱怨，说我只顾自己读书没有给家庭分担一些负担……回去? 我考出来就是为了不用再回去，回
去还不得被我爸唠叨死! ( WTT，2018－04－17)
由于“报效家庭”( 主要表现为“给家庭寄钱”) 对部分女大学生或者女性毕业生来说是一种
过大的压力，因此她们纷纷选择了远离自己的故乡。虽然仍然避免不了要寄钱回家，但至少不会
被“看得太紧”“吃得太死”，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独立自主。因此“东南飞”成为她们逃避
家庭压力的一种不约而同的选择。
( 二) 源自对“和当地人结婚”的恐惧
在部分农村地区，女性青年早婚现象是非常突出的［16］。有很多地方农村女性在结婚时甚至
没有达到 20 岁的法定结婚年龄。但在大城市，由于法治观念的浓厚和工作、生活压力增大，结婚
年龄往往大为推迟，二十七八岁甚至三十岁之后才结婚的女性也大有人在。当农村女大学生前
往大城市读书，她们的法治观念逐渐增强，也开始学习独自面对工作和生活压力，结婚这件事自
然而然地就被推迟，本科一毕业就结婚的女大学生已经很少了。这自然和农村“女性应该早婚”
的传统产生了矛盾。
一位在 B 大学读大三的女生说: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家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就要跟我爸妈说什么我年龄不小了，该说婆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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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男人靠不住之类的。本来我爸妈还比较坚定的，后来她们说得多了，我爸妈也有些动摇
了。所以我现在寒暑假都不想回家，听着就烦。但是我知道，就算我不回家，她们背地里也会跟
我爸妈说，可能还说得更厉害。( HJL，2018－06－24)
有的农村家庭或许出自不希望女儿离家太远的心理，因而积极地张罗着让女儿和当地人结
婚，但家庭的这种行为却反过来增强了女儿的逆反情绪，成为她们“逃离”的另一个理由。B 大
学一位大四的女生说:
我妈经常跟我说外地人靠不住，尤其是城里人靠不住，不要相信外面的人。我猜她可能是不
想我离她太远吧，但是我每次寒暑假回家，她就让我跟这个男的见一见，跟那个男的见一见。我
只要说不见，她就会很警惕地问我是不是有对象了，是不是要离开她了。我知道她以前受过伤
害，但她逼着我去见那些完全不了解、没有共同语言的人，我真的很无语，所以我只好能躲就躲
……毕业之后? 肯定不想回去啊，一个是毕竟出来了，也得想想自己的发展，对吧? 另一个是我
一想到回去就得在那边成家，找一个当地人结婚，我就觉得好恐怖的。但是现在北京就业压力也
大，再说吧。( ZLM，2018－04－17)
部分农村家庭对女大学生的婚姻如此着急，和当前农村彩礼的日渐攀高之间也不无联系。
“低则二三十万元，高则四五十万元”的彩礼在很多地方的农村已很普遍［17］。早一点结婚，尤其
是与父母帮忙在当地物色的家庭经济条件还不错的男子结婚，就能早一点给家庭带来一大笔经
济收入。这种情况让在 X 大学读研二的一位女生不得不编造了一位“并不存在”的“男朋友”来
应对父母的催婚( 或者哪怕只是暗示) 。
我爸妈跟我提过他们镇上那个谁谁谁的儿子不错，让我回家跟人家见一见，我没见，后来听
说结婚了; 我爸妈又开始跟我说另一个谁谁也不错，反正都是家里比较有钱的。我比较烦，就骗
他们说我有男朋友了，于是我爸妈就不断地问我男朋友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上次寒假我爸还跟
我说，要嫁就要嫁那种家里买得起房的，买不起的就不要嫁。( LJ，2017－09－25)
从访谈内容当中可以看出，“和当地人结婚”也是女大学生“报效家庭”的一种方式。只要嫁
回了当地，就可以终身都守候在父母身边，满足父母思念女儿的心愿; 同时对部分家庭来说，父母
日后的经济来源有了依靠，除了索取一笔彩礼之外，日常用度也有机会向女儿女婿开口。但婚姻
毕竟是自己的事，在“为了家庭而结婚”和“为了自己而结婚”之间，女大学生们纷纷选择了后者，
她们深知趣味相投、话题与共对婚姻的重要性，对甜蜜爱情充满了向往，在大学期间逐渐形成的
小资情调和浪漫情怀也让她们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男性有着排斥心理。当家庭的诉求和自
身的追求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她们既无法与家庭决裂，也不愿做出妥协和牺牲，因此只能选择
“逃离”，选择到一个能够尽可能减少父母对自己的感情和婚姻的干涉的地方去。
总之，对部分农村女大学生，尤其是“樊胜美们”来说，“东南飞”只不过是一个表象，“逃离”
才是她们的真实意图所在。
四、性别视角的反思
可以看出，“孔雀东南飞”现象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因，对于一部分大学生而言，“东南飞”
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对于另一部分以女性为主的大学生群体来说，“东南飞”是她们被迫
做出的选择，是她们挣脱传统文化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的一种努力。
性别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学界关注的话题之一，两性之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也引发了女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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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士争取地位平等、独立自主的呼吁。古典女性主义认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最初或许源于
生理性别的不平等，例如男性更加强壮，但更主要的在于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从父系氏族社会时
期开始，男性至上的社会文化就已经形成，具体体现在父权和夫权对女性权利的压制。这种压制
并非以暴力而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男性制定了道德、法律和习俗，然后再由男性监督女性来执
行，是男性把女人置于劣等的位置，反过来又嘲笑她们是劣等的。”［18］为了让女性心甘情愿地服
从男性制定的游戏规则，男权文化还塑造出了快乐的、满足的、幸福的家庭妇女形象，使得女性自
幼就向往这个形象，并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19］。
不过在本研究当中，我们有一些新的发现: 女性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的情况在“樊胜美
们”那里并不明显，反倒是家庭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这批女大学生身上。不是女性依靠家庭
而存活，而是家庭要依靠女性来延续自己的存在。这一发现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所认为
的女性处于依附地位是因为在生产方式上男性占据主导从而掌握了经济基础［20］的观点。在本
研究中，我们发现，挣钱更多、能力更强的女大学生已经在生产方式上占据了主导，但这种颠倒过
来的依附关系依然未使“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家务奴隶制”［21］得以扭转，反而是以道德绑架的方
式让女性这一被依附者继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你是我生的我养的，所以你得回报我。由于
这批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女性在眼界、事业、能力上都高于其他农村人，这让她们的原生家庭获
得了向她们索取更多回报的理由。女大学生对家庭做出再多的贡献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与之相对的是，同龄的男大学生为家庭做出的贡献则更多地得到称赞和颂扬。
上次我弟不是拿了奖学金吗，一千还是八百，我记不得了，他请他的几个哥们儿吃了顿饭，自
己还留了些，给了我妈两百。我妈就一直念叨到现在，说我弟很贴心，拿了奖学金都不忘给爸妈
花。可是我每个月都寄钱回家，我妈一个字也没提，我弟反而在我面前很得意的样子。唉，说多
了都是泪啊! ( CCY，2018－05－18)
在这部分农村家庭里，女性纵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自主，甚至会反哺家庭，但依然还是家庭的
附属品。虽然她们的文化程度已经很高( 已经本科毕业甚至读到了研究生) ，自身能力也很强( 一
如《欢乐颂》中的樊胜美) ，却依旧处于“家庭的附属品就必须为家庭多做贡献”的逻辑怪圈之中。
报效家庭原本无可厚非，但以报效家庭为名对女性进行经济剥削，则是传统父权文化的思想
在作祟。迄今为止，父权制家庭仍作为中国农村普遍的家庭形态而存在［22］，农村父母对“做不了
年轻人的主”的感叹［23］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做主”的心态。家庭中的母亲往往也
会被这种父权文化所同化，成为父权文化对年轻女性进行制约的帮凶。有调查显示: 农村女性每
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比男性高出 176． 9 分钟，而闲暇时间则比男性低 65． 4 分钟［24］; 有接近
六成的农村妇女希望自己年老以后主要由孩子照料，这一期望的“绝对水平依然很高”，而她们
对女儿的角色预期正好就是“可以帮助照料家人”和“帮忙做家务”，而对男孩的期望则在于“传
宗接代”和“帮助做农活”［25］。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农村家庭对儿女在“报效家庭”方面的要求
其实是不公平的，女性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和当地人结婚”则意味着女大学生刚跳出“父权”的制约又会立刻进入“夫权”的束缚当
中，而“夫权”意味着丈夫享有比妻子更多的婚姻资源支配权，如婚姻主导权、优先发展权、家产
控制权、家务豁免权、家庭符号权、子女冠姓权之类［26］。对常年在外求学，当地的生活经验、人际
关系都不如当地男性的女大学生来说，上述权利的失衡则更为严重，导致“婚姻的结合便被表现
为一种原本的不平等———男人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女人却由家庭的双重制约力———家务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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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布”［27］。因此“和当地人结婚”往往意味着没有感情基础、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对等生活的“闪
婚”。这种“闪婚”在一些“打工妹”身上倒是时有见到，对“打工妹”来说，“闪婚”或许还可能是
一个务实之选［28］; 但对于有着更高感情和生活品质追求的女大学生来说，她们对这种婚姻往往
怀着极大的恐惧。
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不甘心继续扮演家庭附属品的角色。她们开始
意识到，要摆脱自己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仅仅依靠提高自身学历和能力，甚至是多挣钱、掌握经
济命脉，都还远远不够。在这里，决定依附和被依附地位的不是学历和水平，甚至不是“掌握了
经济就可以掌握话语权”，而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和夫权文化，是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农村社会结
构。因此，唯一的出路便在于“逃离”，哪里可以远离家庭剥削，就逃向哪里，从而摆脱这一不平
等的社会结构的制约。潘毅在描述中国女工的时候认为农村年轻女性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来到大
城市打工，“主动”寻求被资本家所剥削，是因为她们希望能过几年“自己的生活”，能够暂时从父
权和夫权的束缚中解脱一阵子［29］。而对文化层次更高、眼界更为开阔的农村籍女大学生来说，
以“东南飞”的方式逃离父权和夫权的束缚更是有了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大城市的发展前途更
好、东南沿海机会更多、我要和我的男朋友一起打拼……种种借口的背后，隐藏着的依然是逃离
制约，摆脱“附属品”身份的初衷。
“被动”地“东南飞”意味着她们本可以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的一份贡
献———如果其家庭在经济上对她们没有过多的索取，在婚姻上没有给她们施加压力或者带上枷
锁的话。但当一个家庭把未来寄托在女大学生身上，从而导致女大学生被迫“逃离”的时候，在
一定程度上便导致了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的加剧。这一人才流失的原因或许并不占较大比例，在
我们的研究中，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女大学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是“被迫东南飞”的。但在她们的
“东南飞”背后，我们可以依稀看到男权社会的影子，看到父权、夫权文化对女大学生的束缚。虽
然女性解放、独立自主的呼声早已不绝于耳，但即便是新时代的女大学生，似乎也未能完全从这
样一种文化窠臼中解放出来。在我们呼吁人才的“均衡流动”“开发西部”的同时，或许首先应该
对这种造成部分女大学生“被动东南飞”的性别文化进行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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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Culture Interpretation on“Peacock Flying to the Southeast”
WANG Hui1，ZHOU Xu2
( 1．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Chengyi University College，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2． Ｒ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peacock flying to the southeast”is common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but the“peacock flying to the southeast”is not necessarily the result of college students’ac-
tive choice． Man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west do not study for the purpose of“repa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homeland”，but to“escape from their homeland”． In the western rural areas with
strong traditional patriarch society and patriarchal rights，“going home”is not a warm word，but it
means“serving the family”and“marrying the local people”． There is a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women’s inferior status in the rural families and their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he
way to avoid the contradiction is to fly to the southeast． For thes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flying to
the southeast”expresses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which is a choice they
have to make．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despising women reflected in the passive
“flying to the southeast”deserves our attention: even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do not
seem to be completely liberated from such a cultural stereotype．
Key words:“Peacock Flying to the Southeast”;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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